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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黎人到黎族：海南五指山民族志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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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南黎族社会历史调查是民族识别工作的一部分。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开始，对于海南岛黎族地

区进行了多次调查。 调查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按照方言，将黎族划分支系；第二，发现在部分

的村子保留了一种特殊的耕作制度，学者讨论之后为这种耕作制度定名为“合亩制”。 如追溯近代海南五指

山黎族地区的历史发展，注意到从刀耕火种到水田开发的生态转变与冯子材“开路”以及当地地方势力的转

变相关。 在这个过程中，传教士、民俗学家以及民国政府的官员，展开了对“黎”作为少数民族的认知与分类

的过程；抗日战争、白沙起义等事件，又影响着学术以及社会改革实践中对于黎族社会耕作制度“合亩制”的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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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民族识别工作的一部

分，海南岛黎族地区进行了多次调查。 调查的成果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将黎族划分了五大支

系；第二，调查发现在昌化江上游的部分的村子保

留了一种特殊的耕作制度，学者讨论之后为这种耕

作制度定名为“合亩制”。 调查认为合亩制遗留了

原始公社氏族制的残余。 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重印

出版《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以及 ２００４ 年王学萍

主编《中国黎族》都是这些调查的集合或者以调查
结论为蓝本的研究。①调查不仅影响了当年社会主
义改造的实践，也影响着此后学界，甚至于被界定

为黎族的群体本身对于黎族的认知和塑造。
当年的调查报告分门别类地讨论生产、文化

的物质根据、承继制度、宗教活动，等等，保留了很

多我们现在无法找到的资料。 报告的字里行间间

或流露出对于个体体验的注意，但是当年的着眼

点在于进行社会类型的研究和分析，而不是社会

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及置身其中的个人的命运与能

动。 这些年，我在黎区进行了多次田野考察。 通

过田野以及访谈，聆听了众多个人的经历与生命

史，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讨论作

为民族学概念及认知体系内的黎族是怎样被建构

出来的。 因此，本文试图将调查报告提及的题材

以及结论放回历史的时空与现场，考察清末以来

黎族地区的社会历史变迁以及当地人的选择与处

境；思考西方殖民体系中的族群认知以及新中国

成立后五种社会形态或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如何

影响了近代黎族的民族学知识。

一、冯子材开路

　 　 在清末黎族的历史里，冯子材开路是很特别
的一个事件。 自海瑞提议在五指山的腹心地带开

通十字路以来，历代关于治黎的讨论都会援引海
瑞的提议，但是一直也未能成功执行。②

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张之洞任两广总督。 十一

年，他上奏请求“择优酌保”四年前剿办琼州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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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黎匪中异常出力的文武官绅时，提到至此“全
境肃清”。① 光绪十二年正月，由于中法战争，朝
廷忽然将治黎放到了战略层面。 光绪皇帝谕令军

机大臣等：“［兵部侍郎］曾纪泽奏琼州情形较台

湾尤为吃重，并请将生番黎人设法化导等语。”并
认为“该处孤悬海外，逼近越界，应如何未雨绸

缪，扼要布置，着张之洞、倪文蔚酌度情形，会商妥

筹，奏明请旨办理”②。 至六月，即“着冯子材赴

琼”③。 九月，张之洞则以“琼州客、黎各匪勾结

滋蔓”，请旨请派大员剿抚。 当日得旨，冯子材相

机办理。④
冯子材《冯军门萃亭（子材）军牍汇存》并未

对至琼一事有所着墨。 张之洞的奏折则称，冯子

材赴琼以后，联合本地驻军以及团绅，遵循“一劳

永逸”之谕，从光绪十二年八月至光绪十三年六

月“大举彻办，剿抚兼施，各路以此廓清”。 在两

份奏折中提及因为此次行动剿杀的“匪首”或“凶
匪”超过千人。⑤

这次行动以平定客匪、黎匪为名，但是崖州都

司鲍灿留下的《琼州汉黎舆情营伍练兵稿钞》却

显示，当时并没有值得如此劳师动众的匪情。 自

光绪九年开始，鲍灿赴任崖州，其主要任务就是安

抚崖万黎人。 他记录了寻常的“安黎”之策：

查崖州民黎杂处，臭味差池。 每年地方官亲到

油柑、三亚、沟口等处，巡省一次，传齐各峒黎目、总

管云集，给赏牛酒花红，名曰“安黎”。⑥

安黎的办法是以各峒公举之总长为中间人，倘若

出现治安事件，则由其协同官兵来处理。 每年的

地方官亲临巡省一次，总管等受抚领赏，以示归

顺。 光绪十年二月，他印发了 １６０ 张告示，遍贴黎

村，以安抚处各汛黎峒。 告示提到“人心日坏，抢
劫频仍”，但是 “皇上宽大之恩，各大宪好生之

德”，“不忍派大兵全行剿办”，“知罪就抚便是好

人”。⑦
光绪十年二月二十五日的纠纷就体现了总管

在其中的作用。 当时有南厢乡约陈时杰率同黎人

董亚觉等报称，二十三四日被打磊村王怕修父子

纠党抢去耕牛六只，并杀毙人命。 鲍灿的处理方

式是，饬令罗蓬村正总管吉文香等协同其他两位

黎首，带同兵丁，“购线探踪，相机剿捕”，并按功

给赏。 这份直接颁发给总管吉文香的谕令，称赞

其“深知大义，上年督率各峒就抚，道宪深器重

之”。⑧
鲍灿留下的这些文件，间或提到地方纠纷，但

从光绪十年至十二年，并未见到大的危机。 他较

为关注的问题是，“激劝团练，止演梨园”。 他认

为境内之人为了酬神喜庆，至费千余贯之多，却素

无团练防御之举。⑨ 至光绪十二年七月，也就是

著冯子材赴琼的谕令颁发以后。 鲍灿仍发出十四

张告示，称“东路一带地方，已经抚绥安靖，各村

总管互相联络分管地段，正务农业，汉黎相安

……”可见，从当时身处琼境的官员来看，安黎仍

行之有效。 在张之洞等派冯子材来琼之际，从琼

州提督、知府以及游击等禀报不实，“革职留任”，
也可以看出，不仅鲍灿没有感觉到有需要禀报的

匪情，琼州的官员都有类似的认识。 光绪十三年

二月鲍灿向张之洞、冯子材等面呈了采访舆情后

的看法，他的建议主要是如何将黎纳入民的版籍

赋税体系，只字未提军事征讨的必要。
既然从光绪皇帝、曾国荃到张之洞、冯子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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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了平匪的必要。 那么，究竟谁是黎匪？ 在现

今留存的以彰显张、冯军功的材料，仍能找到一些

回答这个问题的蛛丝马迹。 比如，光绪十三年三

月四月，冯子材率领军队，对萝蓬岭等处进兵，拿
获了谭亚吉、吉文香等。 而在光绪十年，吉文香正

是“深知大义”的正总管。 张之洞也在治黎方略

中声明“至生黎各峒，前明以来多设有世袭总管，
类皆刁黠贪横，平日则苛虐黎人，伺便则勾结外匪

突出劫掠，此后应即一律革除”①。 所以，在张之

洞和冯子材的筹划中，名义上是希望建立一个不

依赖世袭总管的新格局。
光绪十三年的军事行动，以“开路”为旗号。

在张之洞的规划中，要在五指山腹心地区开通大

路十二条，由冯子材考核都催，琼州道、府激励绅

团，又派员生测绘地图，测看矿苗。② 长久以来，
黎区并非无人，亦非无路。 美国传教士香便文于

１８８２ 年从海南北部临高，走过五指山，到达东南

部的陵水，详见下文。 所谓“开路”，一是规划路

线，二是维持由官府所掌控的道路。 于是，开路与

抚黎就结合在了一起。 但是，深入黎区开路，对于

冯子材的军队而言也是危险的事，至光绪十三年

六月，染瘴身故者达三十余人。③
开路与展设电报线是统一的行动，五指山的

腹心区域也被规划进入张之洞与盛宣怀筹办电报

局的计划之中。 光绪十六年，电报局总结了在琼

电报事业的发展：

在琼州内地分为三路，随营通电，计设一子局，
七报房。④

随着开路以及从海口将电报线展至黎峒各处，至
光绪十五年，约有三百三十余人殒身瘴域。 在盛

宣怀档案中留下了每一位因设立电报线而身故者

的棺殓账，比如，“支李工头运柩及专差访寻尸身

等费，计钱五十一千文，查该工头感瘴患病，在红

毛峒迷路身故”⑤，琼州的电报局并不令人满意，
由于办理草率，“每年时常不通”。⑥

虽然明清时期有多次平黎的战事，但是在五

指山一带访问的过程中，冯子材的军事行动一直

到今天都时常被提及和追溯，其军队驻扎过的地

方，仍称“抚黎村”。⑦ 这样深刻的历史记忆与此

次军事行动所带来的黎区的变化有关。 诸多总管

在战事中丧生，而帮助冯子材开路的地方力量取

而代之。 后人仍能回忆起其中的一些人，比如五

指山传奇人物王昭夷（１９０４—１９４２）的祖辈曾因

为帮助开路， 权利得到巩固。 水满乡王文清

（１８６２—１９２９）被封为“总旗”，协助水满峒总管王

总西。 他死后，他的侄子王鸿章（１８８２—１９３６）、
王鸿信（１８８７—１９４９）把持了水满峒。 其后，他们

的二子也承继了他们的权利，直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

代的土地改革为止。⑧ 在王国兴（１８９４—１９７５）所
在的红毛峒，冯子材也建有石室一间。⑨ 冯子材

开路以后，设立了抚黎局。 但是这个新设机构仍

然采用了原有模式，依赖总管、峒首统辖黎人。
这次行动中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插曲。 由于

疾病，冯子材的军事行动数月内就偃旗息鼓，军队

大部分撤出了海南。 冯子材的儿子也差一点因为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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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病而丧生。① 饱受疾病困扰的冯子材求助于在

那大传教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并因此许诺了他

们一小块土地，但并没有给予契约。 传教士提到

这是由于两广总督张之洞的排外与反对，“无论

当时也好，第二年也罢，都没有能够得到致使官方

赠予土地行动的书面文件”。 但是，在这块土地

上，美国长老会兴建了小教堂、讲道堂和海南岛上

第一栋外国人的房屋———牧师宅第。② 那大是从

汉地进入黎区最重要的入口之一，那大传教站逐

渐发展成为了重要的传教据点。
随着道路的开通，五指山的资源越来越多地

被外界所认识并渴望，在清末民初时人的讨论里，
五指山从遥不可及的烟瘴之区慢慢地变成了有潜

力开发的地区。 官员、传教士以及民俗学者越来

越多地进入山区访村问黎。 对于这个地区的描述

逐渐丰满。

二、 问　 黎

　 　 从明清时代到民国初年，文献对五指山的黎

人的分类，有生黎、熟黎，也间有黎、岐、侾等分类，
但是没有明确的族群概念。③ 在《皇清职贡图》
绘有“琼州府黎人”以及“琼州府黎妇”，也加有按

语指出“散处于琼属五指山各峒中。 性凶横，时
相仇杀”，而生黎通过“入版图”则“悉为良民”。④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了一幅《海南岛图说》，这
幅图的具体绘制年份不详，图书馆注明大约绘制

于 １８３６ 年前，生动地展示了黎族生活场景，图说

没有对黎进行分类。
１８８２ 年，美国传教士香便文在冯子材开路之

前正好来海南旅行，１８８６ 年他出版《海南纪行》记
录黎区见闻。 他自南丰入五指山，由岭门出。 到

达合舍镇时，他说，“这是通往海南腹地的最后一

个官方驻地”。 南丰比合舍更靠近黎区，是“黎区

边上的最后一个汉人市镇”。 在合舍，小镇的核

心是五座相连的庙，当地的人被称为“客家人”；
在南丰，控制商号的是广东人，粤语最为普遍。⑤

香便文熟悉海瑞的抚黎计划，他说“这个简

单计划，官书史称之为十字路疏议，从未实施

过”。⑥ 在旅途中，也不断有人提醒他穿越海南岛

中心地带，不管从北走到南，还是从东走到西，是
连汉人也未曾完成的壮举。 可见，冯子材尚未大

举开路之前，这片神秘的山区并没有世隔绝。 香

便文时常都会遇到前来做生意的汉人。⑦
香便文观察到了五指山黎区的架构与官方文

献的记录相符合。 总管和头人对于解决纠纷是非

常重要的。 住在番仑村大水下峒的总管还亲自拜

访了他。 貌不惊人，海南话也懂得非常有限的总

管，却能用汉字写下他的名字，“他写字缓慢而犹

豫，显然表示他认识的字也就是这两个”。⑧
整个行程中，香便文都在为一回事而苦恼。

那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辨识出文献记录里那

些带着不同定义的名称各别的黎。 在一处叫黎班

的村子，他尝试了解黎人如何称呼自己，得到的答

案是这样：

在黎班及方圆 １０ 英里内，他们称作 Ｂ’ ｌａｙ。 向

南 １２ 英里外的元门，他们称作 Ｂ’ ｌｙ。 在另一个我没

有问清楚名字的县，他们叫 Ｓ’ ｌａｙ。 翻过山岭，正对

五指山的打寒，他们称作 Ｈ’ ａｙ。 南丰西南 １５ 里处

的“薄沙峒”，他们的名字是 Ｍｏｉ。 ……我们也曾想

查清这些相处了数日的人，他们是“生的”，还是“熟

的”，也就是“生黎”，还是“熟黎”，但是他们对这些

词似乎很茫然，通常是列举各种部落来回答我们的

问题，比如“黑闪黎”“太闪黎”“干脚黎”“侾黎”“苗

黎”“山苗”“薄沙峒黎”等等。 当告诉他们，这不是

我们想要的答案，他们就会按照汉人的地域划分说

出名字，说他们是“琼山黎”；又说，再向前走 １０ 英

里，翻过山岭，我们就会遇上“定安黎”。 但问及他

们是“生黎”还是“熟黎”，他们常常摇头说不知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汇编》，第 ２９６—２９７ 页。
美国长老会海南传教团著，王翔译：《棕榈之道———海南概览》，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７５ 页。
关于“生黎”与“熟黎”的讨论，可参见贺喜，《编户齐民与身份认同———明前期海南里甲制度的推行与地方社会

之转变》，《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６ 年第 ６ 期，第 １８４—１９８ 页。
傅恒等纂，门青安等绘：《皇清职贡图》卷 ４，内府刊本，页 ２５ 上、２５ 下。
香便文：《海南纪行》（以下简称《纪行》），桂林：漓江出版社 ２０１２ 版，第 ５０ 页。
香便文：《纪行》，第 ６８ 页。
香便文：《纪行》，第 １０６ 页。
香便文：《纪行》，第 ９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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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向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汉人打听，但这些汉人

只会和稀泥，甚至把两者混合起来，说那些人是“半

生半熟”。 我们得出结论，这些词只是外面的汉人

使用，目的是便于将黎人加以分类。①

在香便文的年代，进入黎区，已是壮举。 虽然有汉

人贸易，但是规模是很小的。 他看到的总管的房

舍都是茅草船形屋，虽然他们有与汉人周旋的经

验，但是仍不谙汉字。
光绪十三年六月，冯子材的队伍刚刚撤离，胡

适之父胡传就奉命考察琼州黎峒，并留下了行程

日记。 胡传考察的重点在兵事、新开道路以及抚

黎局。 他提到“官军所开道甚宽平，而大半茅塞，
人行者少也”。 也看到“抚黎局新造渡船在岸，尚
未竣工”。 待他至番仑，看到黎人四十余家，正好

遭遇黎妇新着华服的情形，“其时抚黎局奉督宪

檄新给黎中妇女衣裤，闻官场人至皆衣新以出，老
幼一色，或立门前，或露半身于门枢间，咸嘻嘻互

相顾视而笑，或局促不自安者。 其不惯穿华衣之

情宛然如绘也”。 考察途中，胡传已经在尝试用

电报的方式将行程与见闻向外禀报。②
进入民国，对于黎区的治理基本维持了冯子

材时代的格局，但是开发五指山的资源越来越为

人关注。 这一方面，从彭程万 １９２０ 年《调查琼崖

事业报告书》可见一斑。 《报告书》以为：前清光

绪间，冯子才平黎之时，将黎峒组织大加修改。 于

抚黎局之下，设黎团总长，统辖全属黎境。 黎团总

长之下，有总管统辖全峒。 峒中黎户，十家为排，
排有排长。 三排为甲，甲有甲长，等等。③ 依照彭

氏《报告书》所附地图统计，海南当时有 ３２ 个黎

峒。 报告书认为，从实业的立场，五指山南线靠海

的陵水和万宁比其西部和北部值得开发。④
彭程万《调查琼崖事业报告书》在“黎人之风

俗”一段，认为海南土著有黎、侾、岐、苗四种，其
中侾所居较近海岸，岐所居最深远，黎则处于二者

之间。⑤ １９３０ 年《海南岛志》在彭程万《报告书》
的基础上，提出了黎族种族与地域的分布。 《海
南岛志》保留了黎、岐（伎）、侾的分类。 伎居“山
之最深处”，侾“多近海岸”，黎则分布于数个似是

而非的地点。 例如临高的白沙峒、儋县的七防峒，
等等。⑥ 报告书与《海南岛志》给读者以不同种

类的黎有明确的具体地域分布的错觉，这正好是

３０ 年代把黎人分类套上民族色彩的一种反映。
１９２８ 年，还是以“建路”为目标，时任琼崖实

业专员的黄强（１８８７—１９７４），在两周内再走五指

山，从北至南。 黄强此行，与其说是为实业考察，
不如说是为 １９２７ 年国民党政府成立的善后局建

立与地方势力的联系。 所以每到一处，地方总管

就会带领地方人士前来迎接。 其中，在五指山北

岭门过后的新市，还保留了冯子才留下的行政架

构。 黄强记录，新市由冯子才开辟，当时限令附近

六个黎峒各造瓦屋一间，设六峒总团，其中峒的总

管与总团团董矛盾颇多。 如，总管控前团董“豪
劣”，而新团董“齿稚” “非黎籍”，不谙黎语，引咎

辞职。 接待黄的是副团董。⑦ 大概正如彭程万所

说，“是等黎酋， 有世袭者， 有举定由官加委

者”⑧。 又，黄强记录在五指山南部，与前文提到

的王昭夷会面，亲至其家。 他说：“昭夷年仅三

十，前在嘉积美国教会学校毕业，曾充琼崖行政会

公署科员。 至家，出其家人相见，妇女皆剪发……
结庐岗下，草阁茅舍，鱼塘蔬圃，复于高处筑洋楼

一座，俯瞰全峒。”⑨

王昭夷，曾经在琼海嘉积美国教会学校、海口

府城华美学校、广州高等师范学校读书，后来又入

广州燕塘陆军武官军校。 １９２６ 年，写成《琼崖各

属黎区调查》，他还在黎区种下第一片东南亚运

来的橡胶林，在家乡组织一支地方武装。 王强与

王昭夷会面之时，调查已经结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香便文：《纪行》，第 １１１—１１２ 页。
胡传：《游历琼州黎峒行程日记》，《禹贡半月刊》，第 ２ 卷，第 １ 期，第 ２３—３６ 页。
彭程万、殷汝骊：《调查琼崖事业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黎情》，海南：海南书局 １９２０ 年版，第 ６ 页。
彭程万、殷汝骊：《报告书》，《森林》，第 １—１３ 页。
彭程万、殷汝骊：《报告书》，《黎情》，第 ５ 页。
陈铭枢：《海南岛志》，上海：神州国光社 １９３３ 年版，第 ８５ 页。
黄强：《问黎记》，香港：商务印书馆 １９２８ 年版，第 ２５ 页。
彭程万、殷汝骊：《报告书》，《黎情》，第 ６ 页。
黄强：《问黎记》，第 ６１—６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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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崖各属黎区调查》是最早由黎人自己编

写的带着民族学色彩的社会调查。① 调查表的设

计包括黎人之种别及所在地、语言之区别及沿革、
各区之出产若干种、私塾及学校之统计数、某处应

设市镇及距离县城里数，以及备考部分。 在黎人

之种别部分区分出“黎” “侾” “苗”，还有“旗民”
（疑为杞之同音字）。 语言的分类则主要分“黎”
“侾”二种。 王昭夷的调查主要集中在他统治的

东区陵水、保亭，以及五指山中部，“至感恩、昌江

之路线，曲折不便前去”。 也就是说没有涉及五

指山的西部一带。
调查途中，王昭夷向广东琼崖各属行政委员

会多次报告了情况。 他以“黎务委员”的身份，
“依总理之遗嘱，努力前进”。 每至一处，皆进行

演说，宣传三民主义，尤其是“以求全国民族到达

自由、平等为目的”的宗旨。 他宣称希望能达到

移风易俗、兴办学校、解决纠纷的效果。
很明显，在这个年代，黎族的精英已经受到了

外界文化的影响，紧跟当时政府的宣传与舆论，在
进行调查的时候已经使用族属分类、语言分类的

概念。 在黎区开发的旗号之下，不同的外来势力

与贸易的关系渗透于五指山的腹心地带，而内部

精英也周旋于各种力量，其后他们的选择又书写

了各自的命运。

三、 被展示的黎人

　 　 １９３２ 年，广东省设抚黎局，以陈济棠堂兄陈

汉光（１８８８—１９４３）任抚黎专员。 陈汉光抚黎期

间，也曾到五指山考察。 直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当

地人仍能回忆陈汉光介入解决番阳峒杞黎与侾黎

之间的矛盾，并且在遭遇侾黎封村堵路时曾使用

迫击炮。② 在当年广州合泉公司就带着演员赴海

南拍摄电影《炮轰五指山》。③ 在昌江县的重合

村村口仍可以看到他提写的“金戈铁马”石碑。
陈汉光主政黎区时间不长，主要仍是延续恩威并

济的手法，在黎区进行调查。 但是，他的“抚黎”

行动曾引起了全国的关注。 主要在于他多次把黎

人带出去，并利用报刊、影片、展览等现代媒体和

手段展示黎人。
１９３３ 年春节，他组织了琼崖五指山黎苗观光

团来到广州“参观”，观光团公祭黄花岗七十二烈

士墓，参观岭南大学，并且在永汉公园进行了“恳
亲大会”。 而当时省城里的人似乎没有想到这是

一场“恳亲”之会，仅以“参观”的心态来面对展示

于此的黎人。 这应该是一次相互的“参观”，但是

由于黎人没有留下自身的叙述，我们只能听到有

文字一方的立场、声音和感受。
许多报纸都对此进行了报道。 比如，游丝

《黎人陈列所参观记》说：

这自然是个奇闻怪事：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花旗

袍见得多了，没裤子穿的人少见，于是船到之日，早

传运遐迩，报纸的记载，像蛇卵般源源不绝。 两日

后，市民便满嘴“黎人”。 ……行到“陈列所”了，是

一个茅棚，像乡里的“文武庙”打醮时所搭的棚，棚

正面的壁中央挂了党国旗和总理遗像，棚的地板上，
最前蹲了一列黎人，后面的四列生了长凳，一共五

列，大约九十上下的数目，全是女的。 ……④

我们当然可以看到这个活动中所包含的政治意

义，但是对于前去参观陈列的观众他们更多的是

满怀猎奇之心。 游丝用大篇幅细致描述了表演的

项目。 他说，除了展示奇异的服装，硕大的耳环，
黎人还表演才艺。 市民如果购票参观，就能观看

九项节目，包括黎苗手工表演，太古跳舞，黎人鼻

乐，各种歌唱，各峒服装表演，猴人动作，黎人比

武，黎苗射箭表演，男女合舞。 《岭南大学校报》
则报道：“琼崖黎苗观光团自抵省后轰动全市，市
民之到观者，不上十余万人。” “使久居城市人民

地一睹原始民族生活”。⑤
这次展示广为人知，杂志拍摄和刊登了大量

观光团成员的照片，以为广告。 照片的说明包括

“定安县黎女”“生铁黎族”“昌江乌烈村之猴女”

①
②

③
④
⑤

王昭夷：《琼崖各属黎区调查》，１９２６ 年，抄本。 感谢海南大学周伟民教授、唐玲玲教授提供影印本。
王仁福等口述，朱开宁、朱少川整理：《恩威并施，化解黎怨———记陈汉光两下番阳峒》，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

员会编，符和积主编，《黎族史料专辑》，第 ２７—３３ 页。
《现代电影》１９３３ 年第 ４ 期，第 １ 页。
游丝：《黎人陈列所参观记》，《十日谈》第 ２１ 期，上海：十日谈旬刊社 １９３４ 年版，第 ６—８ 页。
《琼崖黎苗观光团来校参观记》，《岭南大学校报》第 ６ 卷，第 ９ 期。



１５６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 年　

“感恩县东方峒三星黎”“保亭侾黎之少女”“番阳

管侾黎之妇女”等等，分类多样。① 这些大同小

异，一转再转的报道和照片，都强调黎人为未开化

之原始时代的民族，而黎境则是资源丰富的待开

发的热土。 对“未开化”的猎奇，引发了“文明世

界”的极大兴趣。 加之，１９３６ 年，祖籍海南文昌的

宋子文回琼视察，更引发实业界来琼开发的热情

和舆论的讨论，沪粤实业界立即紧随其后上岛。②
至 １９３７ 年，当华侨前来琼考察矿产资源时，在抚

黎局前与黎人合影成为参观项目，并将照片登在

了刊物上。③
到了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黎族的族群分类更具

体化，关系到两个原因。 其一是广东省政府当时

对海南实业开发的政策；其二是政界、学界以及舆

论在当时对“民族”讨论的热衷。 这两个原因当

然有互动的部分。 在这样的背景下，省政府也积

极地希望培养一批在黎区生根的干部。 王昭夷就

是其中一位。
黎区需要受过特别培训的干部，是因为黎族

文化的落后。 文化落后的证明，在于他们纹身露

体的生活习惯、高体力投入的劳动而低效率的耕

作、没有技术进步的工具和医疗等等，但是在“民
族”概念之下，除了这些显示在历史上比较“原
始”的条件，在语言、体格上的分歧，也表明“黎”
是“汉”以外的民族。 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在整个

西南地区，不同的力量都在要求在孙中山提出的

“五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也得到承认。④
在这个气氛之下，德国人上海同济大学的教

授史图博（ＨａｎｓＳｔüｂｅｌ）在 １９３１ 和 １９３２ 两次到海

南岛，１９３７ 他的民族志出版，对于黎族的分类影

响尤大。
史图博的海南黎族民族志是当时最详尽的黎

族民族志。⑤ 他把黎分成四类：本地、美孚、岐和

侾。 美孚黎这个名词不一定是他所创，因为民族

志大抵是采取了当代的称谓，但是是他最早把美

孚与本地黎、岐和侾并排分类。 他说得很清楚他

为什么注意到美孚黎，因为他们附近的汉人与

“别种黎人”都知道他们有“吃人的风俗残余”。⑥
他说，他在海南的考察，一有机会就向附近的侾黎

或汉族去了解，美孚黎过去或现在有没有吃人之

风。 附近的人告诉他，美孚黎会吃掉被打倒的敌

人的尸体。 但是，尽管引起他注意的美孚黎有这

类风俗的特征，史图博还是尝试对他们，如对其他

黎族的类别一样，作详尽的民族志记录。 他的报

告，对每一个分类，找一个或多个地方，进行详细

描述。 在他的报告内，更根据这些描述，比较不同

类型的黎人的异同。
在军事侵略和拓殖的背景下，史图博的民族

志 １９４３ 年就已经被翻译为日文出版⑦，２０ 世纪四

十年代，日本学者尾高邦雄的调查主要也还是建

立在史图博的报告之上。⑧ １９６４ 年，广东民族研

究所编印的中文版《海南岛民族志》是一本内部

参考的资料，特别说明是“根据日文译本转译”。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本被认定为新中国成立

前国内外民族学者捧为研究海南岛黎族的“权威

性巨著”的民族志，是作为“批判”之用而翻译的。
批判的部分包括将日文的“种族”改称“支系”。⑨
直至近年《海南岛民族志》的中文版才被正式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黄若天摄：《海南之黎族》，《新中华》１９３４ 年第 ２ 卷第 ３ 期。
《中华（上海）》１９３７ 年第 ５３ 期，第 ７—８ 页。
《华侨到海南参观抚黎局到局前与黎人拍照》，《南洋》（香港）１９３７ 年第 １２ 期。
温春来：《“夷族”意识、“夷务”实践与彝族文化———写在〈岭光电文集出版〉之际》，《岭光电文集》，香港：香港

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１—２８ 页。
Ｈａｎｓ Ｓｔüｂｅｌ， Ｄｉｅ Ｌｉ⁃ｓｔäｍｍｅ ｄｅｒ Ｉｎｓｅｌ Ｈａｉｎａｎ， Ｂｅｒｌｉｎ： Ｋｌｉｎｋｈａｒｄｔ＆ Ｂｉｅｒｍａｎｎ， １９３７． 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以
下简称《民族志》），广州：广东民族研究所 １９６４ 年版。
史图博：《民族志》，第 １２０ 页。
史图博著、清水三男译：《海南岛民族志》，东京：亩傍书房 １９４３ 年版。
ＫｕｎｉｏＯｄａｋ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ｉ Ｔｒｉｂｅｓ ｏｆ Ｈａｉｎ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 ｂｙ ＭｉｋｉｓｏＨａｎｅ，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９５０．
史图博：《民族志》，第 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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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为外界所熟知。① 但是，在民族学的领域，不
论是日本，还是中国，史图博的调查大体奠定了黎

族支系分类的基础。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民族识别

与民族调查也深受这一脉络的影响。 这是近代在

西方殖民体系之下发展出来的人种与民族学的

语言。
尽管史图博的描述那么详细，但是他并没有

提到类似“合亩”的制度，也没有提到合亩内的首

领“亩头”在农耕上的关键的礼仪地位。

四、 合　 亩

　 　 对合亩制的存在，我们或者可以深信不疑的。
建国后的调查都对亩头这个角色有很详尽的讨

论，认为亩头在合亩的范围，就是所谓“亩”内，有
领导的权威。 他领导种植， 也有摆平纠纷的

权力。②
在 ２０１５ 年，我有幸访问了 ７８ 岁的王先生。

他小的时候当过“亩头”，很可能是最后的一位

“亩头”。 在 １９４３ 年，王先生做亩头的父亲与叔

父参加了白沙起义，起义失败后被关了起来。 亩

下的十三户推荐由他来接替父亲的职务。 那时

候，王先生 ６ 岁。 由于亩头必须由已婚者担任，因
此，他 ８ 岁成婚，接着就当了亩头。 海南解放以后

就不再担任了。
王先生很清楚地记得由他负责的开山与种田

的仪式。 开山“砍山栏”是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
在砍山的时候，亩头需要向山神买山。

在种稻的过程中，亩头与亩头的妻子同样需

要面对稻魂，以宗教的方式领导耕种。 例如播种，
亩头和妻子先种 ２０ 个穴。 种完以后，亩头就回去

了，穿起漂亮的衣服，关好门不与人讲话，不要露

怯。 犁田的时候，亩头也要先犁；拔秧的时候，亩
头的妻子先拔；割稻的时候，亩头先割。

生产资料主要是农田、工具，不是共有的，而
是当头的祖先留下来的。 王先生的家很富有，有
３５ 条水牛，１００ 多亩地，１８ 个铜锣和 １５ 枝枪。 在

合亩内种田的人，是没有生产资料的。 但是，共同

种田，所以，产品平均分配，一户一份，不管户大户

小。 那么，亩头有什么好处呢？ 亩里种了一块地，
不管十亩还是一亩，都要收两捆稻———稻公稻母，
一把五斤左右，这就是稻魂。 无缘的不能吃稻魂，
是专门给亩头吃的。 亩头挑回家，放在谷仓，也不

能随便吃的，断粮的时候就可以吃这个稻魂。 他

说，土改的时候要把亩头划为地主或者富农，就是

不明白这个习俗。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调查报告也有包括类似的

记录。 与王先生所说比较，有三点值得注意。 其

一，亩头的仪式活动，在十多份报告之内的只有两

份有记录，其中毛道乡的纪录比王先生的口述资

料更详细，但是内容没有出入。 其二，调查报告比

较强调亩头实际的、仪式以外的领导功能。 王先

生的口头报告也有强调这点（例如亩头需要保障

各户有足够的粮食，维护乡规民约代表亩参与地

区——— “峒”———的活动）。 但是，王先生谈到仪

式活动，带着亲身经历的感触，而提到在日常生活

中的领导地位，则谈的比较理论。 这个观感可能

与王先生当亩头的年龄有关。 其三，调查报告千

篇一律地记载每一个合亩的参与户，其拥有的生

产工具、劳动人力、牛只、土地等等，很明显的，亩
头并不拥有所有生产资料。 这方面与王先生的访

问有出入。 但是，调查报告也说，以家庭为主的简

单合作生产（即第一类合亩）扣除了稻公稻母，与
其他保留为公共的部分（例如明年的谷种）外，剩
余的部分平均分配。 这方面与王先生的访问吻

合。 总的来说，调查报告在生产资料与收割后的

分配，比王先生的口述资料详尽。 调查报告强调，
合亩的类型演变，从第一类到第三类的合亩（即
包括大量买或收养人口，外来劳动力的合体），剥
削的成分增加，也代表从简单的家庭分配到奴隶

制度的分配的过渡。③
王先生的访问还谈到了他的父亲原来是王昭

夷的手下的亩头，他小时候还见过王昭夷的照片。
王昭夷曾在 １９２７ 年攻占陵水县城，又被陈汉光招

抚，在 １９３９ 年抗战之初担任过抗日游击队大队

长，其后又向日本人降而又反，遭到杀害。 调查报

①
②

③

郭小东等：《失落的文明———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
岑家梧：《海南岛黎族“合亩”制的调查研究》，詹慈编：《黎族合亩制论文选集》，广州：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６ 页。
广东省编辑组：《黎族社会历史调查》，北京：民族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１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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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称王昭夷为“大恶霸”。 这一部分当然就是王

昭夷在琼岛的政局变动中的经历。 他的曲折的经

历和暧昧的政治态度使得他至今仍是难以评定的

人物。
王先生对王昭夷身世的描述，在不知不觉中

令我对合亩有更深的认识。① 他说：王昭夷原来

并不是黎族，原来根本也不姓王。 他的祖先姓刘，
大概在 １９ 世纪末从乐东到五指山开田。 当时五

指山生产工具差，而乐东接触了汉人的开田技术，
高山上也能开田。 他们懂得利用水利灌溉，可以

在山坡上种水稻，开的是水田。 当地人给他们两

元银元开一亩田，很快他们可以把家人也接到五

指山居住。 乐东人开辟水田的成功，不仅是因为

具备种田的技术，还因为他们能够对付眼镜蛇。
开田的时候都会遇到了眼镜蛇。 岐黎非常害怕，
而乐东人一点都不怕。 他们用手去抓，最后杀蛇

吃肉。 乐东人即使被眼镜蛇咬了，用点药，还是可

以康复。 岐黎认为他们有神力，所以惧怕他们。
王昭夷的父亲与王家认了兄弟，他们就由刘

姓改为了王姓。 王昭夷的堂兄是保亭县的县长，
所以王昭夷家也就搬到保亭什聘村了。 什聘村也

是姓王的。 王昭夷的祖先就是在清代末年，为冯

子材建路的人。
综上所述，王先生的记忆，王昭夷的背景，为

从刀耕火种到水田开发的发展提出一个很重要的

看法。 合亩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调查才被记录和

讨论，当时要面对的是水田的社会性质的问题。
水田的开发，与外来者引进的技术，冯子材开路引

致的地方势力的更迭都紧密相关。 但是，水田的

耕作，仍是在黎区的信仰之下展开，亩头的仪式作

用影响到水田的出产。 新中国成立后的调查报告

将信仰与生产分开，亩头成为一个在阶级成分划

分内颇难安置的身份。
身为最后的亩头，王先生大概就合亩的情况

接受过多次访问。 要了解这个制度，我们还是需

要还原其出现的历史情境。
“合亩”这个名词，我见到的最早材料，出现

于 １９５０ 对海南黎族山区的一篇访问散记。 其中

有专门介绍琼崖纵队事迹、黎族领袖王国兴的访

谈，还专门有一小节报道“在乐东番阳全乡和其

他好几个乡的一部分地区，至今还实行着‘合亩’
制度”。 报道的最后，作者说：“研究中国古代氏

族社会经济的学者和专家们，这里有很丰富的活

的历史材料供你们来研究和参考呢”。② 这句话

标志着这个制度可以放到超越海南岛的范围去认

识，黎族也应该放到历史的脉络里去了解。
散记也说“近年琼崖解放区实行了土地改

革，酋长、黎头和旧亩头都被打倒了，五指山中的

大部分地区都平分了土地，只有过去是‘合亩’种
田的乡村，由于我们一下子不愿意改变其旧有的

关系，土地没有平分，还是实行‘合亩’的种田办

法”。 可见对合亩的性质的认识联系到建国前后

琼崖的革命活动以及社会改革实践。 追溯新中国

成立前的历史，需要明白王国兴在五指山区的

经历。
王昭夷的力量集中在海南的东南部，直至近

年，我到当地走访的时候从水满村到保亭一带，遇
到的还是对他颇有印象的故事。 而王国兴的势力

范围，与王昭夷不同，大概在今天的五指山市，就
是调查报告集中的番阳、毛道、毛阳村一带。

冯子材开辟新市以后，王国兴的父亲王政和

就曾任六峒总管。 王强问黎的时候曾见过王政

和。③ 在陈汉光的年代，王政和对于其“抚黎”过
程中强征夫役，带黎人入广州展示以及征派黎区

青壮年去打仗是持反对态度的。 抚黎局以“抗丁

抗税”的罪名，将其逮捕。 从牢房回家后，很快病

逝。 王国兴继任父职后，对民国政府强征捐税也

极为不满。 这些故事，这访问中，仍常常听到。 日

军入侵海南以后，大批国民党的民政官员连同眷

属拥进了五指山区，捐税名目更加繁多。 其间也

有几次抗暴斗争，在 １９４３ 年 ７ 月，王国兴领带了

白沙、细水、元门等地的黎区群众发动白沙起义。
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各支起义队伍被困于山上，寻
找出路。 在这个困境中，他们找到了琼崖纵队，双

①

②
③

在民族调查报告中也提到了王昭夷的身世，参见《海南黎族情况调查》（第三分册：“杞”黎地区），中南民族学院

少数民族文物陈列馆编印，１９５６ 年，第 １７０ 页。
尤淇：《琼崖黎民山区访问记》，《新观察》１９５０ 年第 ３ 期。
王强：《问黎记》，第 ３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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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代表举行歃血结盟的仪式。① 至 １９４７ 年，白保

乐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王国兴任主任委员。
虽然海南岛 １９５０ 年才解放，但是早在 ２０ 世

纪 ４０ 年代末期，有些黎族地区，尤其是王国兴领

导白沙起义的五指山地区已经开始土改了。 当

时，边区政府着眼于清匪反霸，对于从冯子材时代

就与清政府及民国政府合作的王政群、王政强家

族进行了清算。 也解散了王昭夷的遗孀所带领的

地方武装。 根据群众举报，对于“杀害过不少革

命同志的国民党乡长”以及在白沙起义中带领国

民党军队围攻的地主等，进行了斗争。② 当时在

实践中也注意到，黎区的阶级分化并不明确。 但

是，随着民主补课的深入，王国兴也曾一度被划为

地主，后来则更正了这样的阶级成分③。 １９５０
年，黎族的合亩的耕作方式的提出，大概也是对这

段历史的一个回应。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对于海南黎族的调查说明合

亩制其实是很小的范围，人数也只有他们所认定

的黎区的十分之一，但是为何几乎所有的调查都

把重心放在对合亩的寻找、确定和讨论上呢？ 海

南解放以后，１９５２ 至 １９５４ 年，对于五指山一带的

土改执行了比较特殊的政策。 “在过去已初步实

施土地改革，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阶级矛盾不太

突出的五指山老区及其附近地区，采取‘自上而

下的和平协商和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相结合’的
办法，进行‘确定地权，发土地证’为主要内容的

土地调整工作。”并且，在五指山地区仅水满、毛
阳和番阳有土地调整，其余乡都不进行，只是生产

工具的创造、生产技术的改进等方面进行指导和

帮助。 当时提出的原因中有两条很关键：其一，

１９４７ 年—１９４８ 年已经进行过清匪反霸的土地改革

运动；其二，合亩是一种共耕组织，阶级分化不明

显。④ 也就是说，合亩制的调查是与土改采取形式

结合在一起的，关系到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对于海南黎族地区的调查

主要有三次：１９５４ 年 ７ 月至 １９５５ 年 １ 月，由中南

民族学院为首组织了“中南海南工作组”，先从自

治区的中心地区，即保留“合亩制”的地区开始，
对“黎族的社会原始成分较多的特征”进行了调

查了解，再向外铺开，“每至一地，先从干部中了

解一般情况，然后召开群众大会说明来意或积极

分子座谈会，从中体现调查对象和主要问题，以便

组织力量进行个别访问。”其后，中南民族学院编

印出版了 《海南黎族情况调查》 三个分册。 从

１９５６ 年 ６ 月开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

组织了 ８ 个调查组，分别对国内少数民族的社会历

史情况进行系统深入的调查。 广东省少数民族社

会历史情况调查组同年 ８ 月从北京出发，在广州做

了两个月的准备，１０ 月到达海南，首先仍是调查黎

族的合亩制度。 其后出版了《保亭县毛道乡黎族合

亩制调查》 《番阳乡、毛贵乡黎族合亩制调查》。
１９５８ 年整风运动以后，又对 １５ 个乡进行了调查，在
１９６３ 年出版了《黎族合亩制调查综合资料》。⑤

参与了调查的学者也注意到，当时学术界对

于合亩制及其性质，多有争论。⑥ 但是，在 １９５８
年之前，基本都认同是一种原始共耕的制度的残

余。 由此，以合亩为单位，建立起合作社。 比如番

茅社就是由三个合亩和一户单干建立起来的。⑦
１９５６ 年有报道说，成立番茅社一年后，获得了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中秀元：《黎族人民领袖王国兴》，北京：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１—９０ 页。
王位中：《白沙解放区率先进行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范基文、杜汉文主编，海南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海
南文史资料海南土改运动亲历记》，海口：南海出版公司，第 １７０—１７６ 页。
王志光：《王国兴在民主补课运动中被错划为地主成份》，范基文、杜汉文主编，海南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海南土改运动亲历记》，第 １９６—１９７ 页。
黄克诺：《五指山市的土地改革概况》，范基文、杜汉文主编，海南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海南文史资料海南土

改运动亲历记》，第 １９８—２０３ 页。
参见中南民族学院编印：《海南黎族情况调查》（第一分册），前言，武汉：中南民族学院，１９５６ 年，第 １ 页；全国人民

代表大学民族委员会办公室编：《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保亭县毛道乡黎族合亩制调查》（海南黎族社会历史情况

调查资料第一册），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学民族委员会办公室，１９５７ 年，第 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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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丰收。 邻近的几个合亩也开始筹办合作社。①
１９５５ 年下半年，毛道乡由 ２４ 个合亩，建成四个高

级社。② 但是，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调查也充分显

示，合亩虽然得到学者的集中关注，但是它并不是

黎族的一种普遍的耕作制度。

结　 论

　 　 学者对于合亩的关注，对于我们了解黎族的

历史提供了一个特别的视角。 海南岛的五指山，
从来给外界一种充满瘴气、蟒蛇、野兽、宝藏的神

秘印象。 但是，清末以来，外来的变化已经影响到

当地的生活。 水田的开发是外来者带来的技术。
开发水田的｀成功者凭着冯子材“开路”对当地权

力的重新分配，陆续地爬升了上去。 开路以及宣

传引发了外来者对大山的兴趣，问黎者带着各种

目的进入山区，而黎区的见闻，越来越多地被记录

和发表。 至 １９３０ 年这些似是而非的关于黎的分

类名词又被绘上了种族分类的色彩。 民族学的语

言加到原本在不同脉络中产生的分类上，奠定了

黎族的支系学说。
同时，山里的人也在改变。 走出去展示的黎

人，被选派去燕塘军校受训的年轻人，还有被欺骗

去当兵又逃回来的人，把外面的世界也带入了黎

区。 史图博调查之后，岭南大学的师生也对五指

山进行了调查，他们对于王昭夷的洋楼表示惊叹。
黎族不止应用从外界带回来的知识开发当地的资

源，也从而在五指山上发展出第一代可以用民族

志语言的精英。 至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当国民政府

的机构、传教士、日本人，还有活跃在外围的琼崖

纵队都在五指山活动的时候，黎人们如何周旋，如
何自处，如何反抗，成为了他们需要应对的处境。
学者从外面看黎族，黎族的精英也从里面看外界。
王昭夷摇摆于几个权力架构，最终只留下饱受争

议的故事。 王国兴在白沙起义中成为黎族领袖。
在这个情况下，合亩制有多少是黎族精英对于外

界学者们的回应，是一个利用调查资料所必须面

对的问题。 他们的参与，影响了学术的走向，社会

主义改造的方式，又塑造了黎人新的记忆。
五指山中黎人到黎族的历史，就是这样放到

人类的大历史的脉络去的。
（附记：感谢周伟民教授、唐玲玲教授、王恩女

士、符勇先生在田野调查中提供的帮助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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